社会网络和高管团队构建对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影响
——基于民营企业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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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网络和高管团队是企业家重要的社会资源，对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有重要影响。通过对233名民营企业家的问卷调查和回归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尤其是公共关系网络和市场网络对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行业经验对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提高机会识别能力，企业家一方面应着力构建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行业经验丰富的高管团队，另一方面还需要重点拓展和维护公共关系网络和市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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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and TMT on Entrepreneur’s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Capability Evidence from Private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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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network and top management team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entrepreneurs. They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entrepreneur’s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capability. In a sample of 233 entrepreneurs in China, our empirical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networks, especially public network and market network, could enhance th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capability; TMT’s education level and TMT’s experienc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capability. So entrepreneurs should focus on building a high educational and experienced TMT, also, they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he public network and marke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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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机会识别是创业过程（Entrepreneurial Process）中的最关键步骤[1]，能否正确地识别出机会是企业家机会能力的核心部分[2]。众多研究已经肯定了社会网络能够为企业提供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源和市场信息，有助于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3-7]。自从Granovetter[8]提出弱关系网络对企业家发现机会的重要性以来,对中国企业家的研究大都沿用了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分类[9-11]，且多数研究均发现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都有助于企业家识别机会，这弱化了强弱关系理论对中国企业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在传递信息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12-13]，与不同构成的社会网络交流不仅能帮助企业家获取信息，还有助于其深刻洞察、领悟别人的经验[14]，进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识别商业机会[15]。
相较于社会网络，关于高管团队构成特征对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影响研究显得不足。高阶梯队理论（UE）认为高管团队构成特征具有丰富的内涵[16]，国内学者已经通过针对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不同构成特征的高管团队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创新具有一定的影响，如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经验和专业背景异质性[17-18]。同样，高管团队在民营企业家识别机会时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他们是企业家的内部信息来源和决策影响者，因此研究不同构成特征的高管团队如何影响企业家识别机会，有助于民营企业家更好地提升机会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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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根据机会发现过程模型界定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然后提出和验证不同构成的社会关系与不同特征的高管团队对机会识别能力作用的理论假设，最后在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针对民营企业家社会网络和高管团队的构建提出相关建议。
2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出，能力与过程是动态的、可控制和相互作用的，能力从属于过程，凡当过程能够进行，总意味着某种或某些能力在发挥作用[19]。由于机会发现过程包括机会搜寻、机会识别和机会评价3个特定阶段 [10,20]，在任一特定阶段中企业家需要完成特定的任务或行为，而特定任务或行为的完成则意味着企业家需要具备特定的能力。
机会识别是机会发现过程中的关键环节[2,10]。认知理论认为，以往经历在企业家头脑中形成特定的机会模型，即原型模型（Prototype Model）和范例模型（Example Model），机会识别是企业家将搜寻到的信息与特定机会模型比对，并判断是否具有市场价值的过程[21]。对民营企业家的实证研究显示，机会识别能力（Opportunity Recognition Capability）支撑着企业家完成上述对比和正确判断的任务，是企业家辨识出具有市场价值的潜在机会的能力[22]。
2.1  高管团队特质与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
根据信号理论，受教育水平是能力的重要信号之一。高管团队的受教育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他们的知识和技能[16]、信息加工能力[23]和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24]。中国当前的转型经济正处在快速演变之中，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很高，具有高教育水平的高管团队能够在转型复杂环境中进行更准确的定位，进而快速判断出适合本企业的行为模式；同时高管团队的这些判断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影响企业家的认知[25]，企业家在与高管团队的交流中会更加肯定或者修正自己对现有机会的识别。因此，高管团队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将有助于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企业家的机会评价能力正相关。
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存活时间偏短，这与企业家无法正确识别机会而盲目跟风不无关系。一般来说，企业家普遍需要“具备10年以上的经验，才能辨识各种商业行为，并获得创造性的预见能力和捕捉商机的能力”[26]，而高管团队的行业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企业家经验不足的缺陷。某一行业的商业经历会培养出对该市场特殊的“警觉性”[27]，使其更容易在熟悉的行业中发现机会。随着高管团队成员在某一行业经营时间的增长，他们将深谙行业的运作模式和市场活动，具备对该市场特殊的“警觉性”[27]，使他们更容易在行业中发现机会 [28]。Bani[29]的研究显示，53%的被调查者承认行业经验帮助他们发现了潜在市场。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高管团队经历的商业机会越多，他们对该行业的市场、产品、服务以及客户需求都非常熟悉，也能够为企业家提供更多模式识别所需要的信息，有助于企业家将市场中看似无关的信息联系起来，判断出当前市场是否存在机会[30]。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高管团队的行业经验与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正相关。
高阶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团队的专业背景代表着高管团队成员不同的知识和经历，这可以间接拓宽企业家的信息来源和社会网络[31]，因此，众多研究都关注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但是研究结果却各不相同。一些研究没有支持高管团队异质性的作用，如团队教育背景和技术背景的异质性并不能促进市场的拓展和产品创新[32—33]；不过也有研究显示团队的异质性有助于企业产品的差异化[34]。从信息对机会识别的影响视角，我们认为高管团队的同质化会导致企业视野过窄，无法感知或预期到环境变化[35]；而高管团队的异质性代表更多样化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企业家更全面地了解信息和获得建议，进而更有效地进行机会识别。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异质性与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正相关。
2.2  社会网络与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
周小虎[36]和杨鹏鹏等[37]都强调了与供应商和顾客构成的市场网络，以及与政府的网络是企业家社会网络的重要维度。张建琦等[38]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根据社会网络的构成对象不同，把企业家社会网络划分为公共网络、专家网络和市场网络。
公共关系网络是指企业家与政府、行业协会、媒体和社区等构成的关系网络，该网络的重要特征是非赢利性。中国的民营企业受政策的影响非常大，由于各级政府拥有广泛的资源配置权，规模小、资源匮乏的民营企业有强烈的动机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38]。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策的变动有时能为企业带来有利的发展机遇，有时则会对企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共关系网络尤其是政府网络往往从不同层面掌握了一些比较深层的信息，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助于企业家及时地获取重要的政策信息。此外，目前中国政府和市场信息的透明度都有待提高，建立与行业协会、媒体和社区等的公共关系，将有助于企业家以较低的成本识别虚假信息，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拥有良好的公共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形成和提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公共关系网络对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市场网络是指与供应商和客户等价值链上的相关成员构成的关系网络，主要包括供应商、下游客户、同行企业和金融机构等，该网络的重要特点是盈利性、竞争性和合作性。当企业具有足够的社会网络资本时，如金融家的信赖、合作伙伴的支持与信任等，其社会资本将转换为经济资本[39]。与市场网络的紧密联系还有助于企业家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和彼此信任，将外部交易内部化，节省企业家的信息搜寻成本[40]。此外，从机会的来源来看，无论是新市场、新产品、新服务、新的材料来源或者是新的生产方法，大都源自于市场网络。本研究在访谈中企业家也反复强调市场网络的重要作用，如一位企业家就提到，“很多有关机会的信息都是客户提供的，哪些机会是可以发展的都要通过客户验证，他们才是真正有需求的。机会能否对企业有帮助，最终还是要回到客户中去验证。除此之外，来自同行的信息也会对我们识别机会有一定的帮助”。企业家拥有良好的市场网络，不仅有助于企业家获得有效信息，同时还有助于企业家正确地识别出真正的市场机会。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市场网络与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正相关。
专家型网络是指专家学者、科研机构和咨询公司等构成的关系网络。尽管学者们还没有广泛关注专家网络的作用，但是专家网络对企业家发现机会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认知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认为外部影响将通过认知过程作用于行为。该理论提出，除了自己亲身经历外，人们还通过观察别人来进行学习，如果看到的“模范”被储存进了大脑，也会形成人们的认知来指导行为[41]。专家长期研究某一行业或领域的知识，掌握了该领域内丰富的信息和可能的机会模式，与他们的密切关系将丰富企业家头脑中的“机会模型”，而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重要体现就是其大脑中形成的“原型模式”和“范例模式”，因此与专家网络的密切联系将有助于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专家网络与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正相关。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数据采取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数据搜集涵盖了企业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根据2007年由我国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共同研究制定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作为确定中小民营企业的标准。调查于2014年3月—2014年8月，通过行业商会、地区商会和培训课程发放的方式，在广东、安徽、四川、陕西展开，共向中小民营企业主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233份，问卷有效率为42.7%。
问卷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男性企业家占83%；平均年龄38.8岁，55.6%的企业家年龄在35～44岁之间；民营企业家的学历以大专和本科为主，其中大专学历的占33.2%，本科学历的占30.5%，研究生和高中分别占10.5%和19.7%；民营企业家的平均从业经验为11.38年，其中61.1%集中在5～15年，63.1%的从业经验超过10年，20.9%的从业经验超过15年。从企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最多，占总样本的51.21%；其后依次为处于成熟阶段、创业阶段和处于衰退阶段的企业，它们分别占总样本的24.19%、18.54%和6.05%。
3.2  变量测量与数据质量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通过13个测项测量了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企业家的公共关系网络、专家网络和市场网络4个变量，每个测变量分别包括5、3、3和2个测项。其中，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测量依据张艳等[22]对企业家机会能力的研究；企业家社会网络3个维度的测量是在张建琦等[38]的研究基础上稍作修订。由于环境型网络不能非常明确地体现其内容，根据该网络对象的特点，本研究将称其为公共关系网络，同时沿用其它两类网络的命名简称其为专家网络和市场网络，并使用不同网络的主要对象分别对每种网络进行测量。量表采取Likert式7点评价法，通过测量企业家与这3类社会网络的密切程度反映企业家的网络状况，1表示“联系极稀少”，7表示“联系极密切”。另一方面，本文高管团队成员的范围界定为公司最高层或企业家身边直接向其汇报的3～5人[42]。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异质性采用已广泛使用的Herfindal-Hirschman系数来测量，公式是1-∑i2，其中i为团队中第i类成员所在占的百分比。H值介于0～1之间，值越大，说明团队专业背景的异质性越高。根据我国教育部学科分类标准，结合学科相近性和研究需要，将高层团队的专业分为经济管理、理工、文史哲和其他四大类。
使用SPSS16.0对收回数据进行层次线性回归，因变量是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企业规模和企业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企业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是公共关系网络、市场网络、专家网络、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异质性和社会网络。
4  实证分析
4.1  主要变量的测量质量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使用SPSS16.0对收回的数据随机抽取一半做探索性因子分析（EFA），KMO值达到0.796，Bartlett检验显著（p<0.001）。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强制萃取4个因子并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结果发现项目因子负荷均在0.654以上，总体解释度达73.9%。
为了验证各变量的区分效度，再使用Lisrel8.7对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比较四因子、三因子和虚无模型的拟合度，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N=233）
	模型
	模型构成
	χ2
	df
	χ2/df
	CFI
	RMSEA
	NNFI
	NFI
	GFI
	RMR

	模型1
	四因子
	101.18
	59
	1.71
	0.98
	0.056
	0.98
	0.96
	0.94
	0.044

	模型2
	三因子：机会识别能力+市场网络
	173.50
	62
	2.80
	0.95
	0.088
	0.94
	0.93
	0.90
	0.071

	模型3
	三因子：机会识别能力+公共关系网络
	465.60
	62
	7.51
	0.87
	0.17
	0.84
	0.85
	0.76
	0.16

	模型4
	三因子：机会识别能力+专家网络
	656.10
	62
	9.78
	0.80
	0.203
	0.74
	0.78
	0.70
	0.16

	模型5
	虚无模型
	1 196.87
	65
	18,41
	0.71
	0.274
	0.65
	0.69
	0.56
	0.17


注：1）模型1，四因子分别为机会识别能力、公共关系网络、市场网络和专家网络；2）模型2，三因子分别为机会识别能力+市场网络、公共关系网络和专家网络；3）模型3，三因子分别为机会识别能力+公共关系网络、市场网络和专家网络；4）模型4，三因子分别为机会识别能力+专家网络、公关关系网络+市场网络；5）模型5，单一因子

表1结果表明，四因子模型的拟合度最佳，RMSEA低于0.08，GFI、NFI、CFI和NNFI都高于0.9，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小于3，可见测量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在0.7以上，说明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此外，机会搜寻能力和市场网络、公共关系网络、专家网络、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异质性和高管团队社会网络之间显著正相关（P<0.01）。
表2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变量信度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机会识别能力
	高管平均受教育
	高管行业经验
	高管专业背景异质性
	市场网络
	公共网络
	专家网络

	机会识别能力
	5.271 8
	0.984 34
	(0.887)
	
	
	
	
	
	

	高管平均受教育
	3.068 3
	0.807 82
	0.240**
	
	
	
	
	
	

	高管行业经验
	2.040 5
	0.753 30
	0.152*
	0.222**
	
	
	
	
	

	高管专业背景异质性
	0.667 2
	0.152 10
	0.088
	0.114
	-0.064
	
	
	
	

	市场网络
	5.554 4
	1.029 95
	0.217**
	0.023
	-0.092
	0.054
	(0.717)
	
	

	公共网络
	4.056 2
	1.402 53
	0.312**
	0.187**
	0.190**
	0.107
	0.186**
	(0.779)
	

	专家网络
	3.563 6
	1.665 75
	0.308**
	0.272**
	0.168**
	0.100
	0.154*
	0.683**
	(0.871)


注：1）*P<0.05，**P<0.01，***P<0.001；2）对角线上括号内为各变量的信度系数
4.2  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使用SPSS17.0对假设模型进行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中的企业规模和企业家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行业经验是控制变量，所有模型中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统计量VIF值都介于1.054～2.043之间，说明这3个模型都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模型2和模型3的区别在于，模型2将企业家社会网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回归，而模型3分别对公共关系网络、市场网络和专家网络进行回归。模型2中，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水平和行业经验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85和0.186，且在0.01和0.0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3中，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水平和行业经验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和0.19，也在0.01和0.0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高管团队的行业经验对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2中，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对社会网络（将市场网络、公共关系网络和专家网络作为整体）的回归系数为0.271，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对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进一步证实了以往社会网络对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模型3中，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分别对3类不同的社会网络的回归，除专家网络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市场网络和公共关系网络的回归系数分别在0.05和0.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0.132和0.12，这说明市场网络和公共关系网络对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的6个假设中，假设1、2、4、5的到了数据支持，而假设3和6没有得到验证。
表3  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对社会网络和高管团队构成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1系数估计值a
	模型2系数估计值a
	模型3系数估计a

	第一步：控制变量
	
	
	

	C
	4.447 7***
	3.346***
	3.077***

	企业规模（员工数）
	0.285
	0.049
	0.044

	企业家年龄
	0.008
	-0.007
	-0.007

	性别
	0.283
	0.276*
	0.306*

	企业家受教育水平
	-0.008
	-0.162**
	-0.154**

	企业家行业经验
	-0.023*
	-0.022*
	-0.022*

	第二步：高管团队构建
	
	
	

	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0.285***
	0.290***

	高管团队的平均行业经验
	
	0.186**
	0.190**

	高管团队的专业背景异质性
	
	0.290
	0.282

	第三步：社会网络构建
	
	
	

	市场网络
	
	
	0.132**

	公共关系网络
	
	
	0.120*

	专家网络
	
	
	0.049

	社会网络
	
	0.271***
	

	R Square
	0.051
	0.215
	0.219

	Adjusted R Square
	0.028
	0.180
	0.176

	F-statistic
	2.125
	6.186
	5.131

	Prob(F-Statistic)
	0.054
	0.000
	0.000


注：1)a因变量为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2)*为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机会识别是创业过程中的关键步骤[1]，任何环境变化都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商业机会，而这些机会对所有的企业家而言明显度和清晰度并不一样，企业家能否正确识别出市场机会与他所能拥有的知识有关[43]。高管团队和社会网络的构建对弥补企业家知识结构中的不足、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影响其机会识别能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前文的回归结果显示，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行业经验的丰富程度对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公共关系网络和市场网络有助于企业家识别出更多的机会。
首先，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增强。一般来说，高管团队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他们的信息处理能力越强，能够贡献的理性判断也就越多[32]；同时，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高管团队视野更加开阔，技术预测能力也越强，这些都为企业家正确识别机会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此外，中国民营企业管理的一大瓶颈就是管理的随意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不足[44]，制约了企业家正确地识别出潜在商业机会，而具有高学历背景的高管更倾向于科学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流程，这有助于企业管理科学化，规避因管理随意性导致的机会流失。
其次，高管团队行业经验的增加有助于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提升。据统计，中国民营企业的的平均寿命普遍偏短，有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死亡。究其原因，许多企业家自身并没有太多的行业经验。而一般来说，企业家需要至少10年的行业经验才能获得创造性的预见能力和捕捉商机的能力[26]。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高管团队了解行业和市场运作方式，积累了市场关系网络和市场服务经验，因此他们对潜在市场机会的认知也较为客观和准确[45]；加之中国“尊重权威”的传统，经验丰富的高管团队的意见也更容易受到企业家的重视。因此，行业经验丰富的高管团队更有助于增强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
第三，建立和巩固丰富的公共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提升。众多研究肯定了社会网络对企业家机会识别的作用，这一点在向来重视“关系”网络的中国尤为突出，“关系”经常被认为是企业家成功最关键的要素之一[46-47]。与政治网络的关系更是中国社会网络的独特表现，大部分公司都通过不同形式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48]。民营企业家经常通过合作和聘用的方式形成其政治关系[49]。这些关系能帮助企业家更及时和全面地获得一些政策法规方面的信息。此外，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定情境给企业带来许多的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不确定性，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能够有效地规避政治环境不确定性[50]。企业家的机会识别就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商业模式的匹配，良好的公共关系网络对企业家来说相当于相对稳定的环境，这对企业家进行机会识别是十分有利的。
第四，丰富的市场网络将促进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提升。Duchesneau[51]等很早就发现，成功的企业家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商业伙伴、客户、供应商和员工交流。在本研究的访谈过程中，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强调市场网络的重要性，机会的正确识别源于市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速，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强，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但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一般不会将商业信息和资源与没有联系的企业分享，因此与具有商业联系的企业建立市场网络将形成企业的重要资源和竞争优势来源，企业家可以借此识别和获得具有高度可行的商业机会。企业家经常直接与市场网络交流不但可以增强其个人的社会网络，而且还能获得第一手的市场信息，对市场机会有更真实的理解，这是促进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提升最直接的方式。
不过实证研究还发现，高管专业背景的异质性和企业家的专家网络对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没有显著影响。首先，高管专业背景的异质性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现有研究发现在创业过程中团队构成多元化有利有弊。团队的职能背景和经验等方面的多元化有助于推动企业的创业过程，而价值观和社会属性的多元化是创业团队应该尽量避免的[52]。专业背景异质性可能带来知识、技术和认知方式的不同，从而能够为企业家进行机会识别带来更多的信息，但同时专业背景的异质性也可能导致团队内部更大的冲突，从而无法进行有效沟通。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待和处理冲突的态度不同于西方人[53]。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避免冲突是出于自利性规避动机，即将避免冲突视为强化自身利益并且避免潜在人际关系问题的手段[54]。 因此当企业没有建立良好的沟通氛围时，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异质性所能产生的信息多元化和认知方式的多元化无法很好地得到发挥。其次，专家网络没有对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与机会识别在机会发现过程中所处的阶段有关，机会发现过程一般要经历机会搜寻、机会识别和机会评价。Greve等[55]研究发现，在创业动机形成阶段，创业者与少数关系密切者讨论商业创意；在计划阶段，创业者需要动用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尽可能联系未来可能用得着的关系人。一般来说，机会识别是企业家通过模式识别发现市场，还没有进入计划评估阶段，因此更多地是与关系密切者讨论和求证。
5  研究贡献与管理启示
5.1  研究贡献
首先，本文在机会发现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网络对机会识别能力的作用。由于机会发现的不同阶段分别要求企业家具备不同的机会搜寻、识别和评价能力，而不同网络构成对这些能力的影响不同。本研究聚焦于企业家机会识别阶段，在肯定前人社会网络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发现公共关系网络和市场网络对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促进作用，这深化了企业家机会发现理论。其次，从网络对象的角度分析社会网络对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会网络的研究。现有研究大都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角度，或关系网络的广度和异质性的角度分析社会网络的作用，本研究根据社会网络对象的性质不同，将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分为公共关系网络、市场网络和专家网络，并分析了不同社会网络的不同作用，为社会网络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5.2  管理启示
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企业的内外部网络的构建对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改善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民营企业的管理启示：首先，企业外部社会网络不仅是企业家重要的资源，也是其机会识别能力构建的重要媒介。与公共关系网络和市场网络的密切联系有助于企业家获取重要信息，锻炼并增强其机会识别能力。其次，合理地构建高管团队有助于企业家拓展思路，从不同角度更有效地搜寻企业发展机会。因此，构建一支行业经验丰富并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高管团队，也是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提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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